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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标志物对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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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尿路腔内碎石术是一种微创治疗方式，因其创伤小有利于患者术后康复，逐渐成为治疗泌尿系结石的首选方法。

然而，随着这一术式的广泛开展，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等并发症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SIRS作为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若未给予积极治疗，会导致机体炎症反应失控和重要脏器损害。在全身炎症反应阶段，体内的多种炎症指标会发生急剧变化，不

同时期血液中的炎症标志物的含量差异巨大。对这些指标的准确检测将有助于早期干预 SIRS，避免严重的实质器官损伤，对改善

接受上尿路腔内碎石术患者整体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关于单一指标和多种指标联合的预测效果未有明确报道；同

时，联合预测时选择恰当且合适的炎症指标也是临床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旨在探讨炎症标志物对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发

生的预测价值，以期为选择合适的炎症指标准确监测术后SIRS的发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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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ve value of inflammatory markers for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after endoscopic 
lithotripsy for upper urinary tract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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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doscopic lithotripsy for upper urinary tract stones is a 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 method,which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first cho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urinary stones because of its small trauma and goo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However, with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this surgery,complications such as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As one of the common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SIRS can lead to uncontrolled inflammation response and vital organs damage 
without active treatment.In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tage,a variety of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in the body will change dramatically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s of inflammatory indicator in blood at different periods.Accurate detection of these indicators 
will facilitate early intervention of SIRS,and avoid serious organ damage,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prognosis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lithotripsy for upper urinary tract stones.However,there is no clear report on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a single 
indicator or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indicators at present;at the same time,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and proper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for 
joint prediction is a key point of clinical research.Therefore,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on the 
occurrence of SIRS after endoscopic lithotripsy for upper urinary tract stones,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electing appropriate inflam⁃
matory indicators to accurately monitor the occurrence of SIRS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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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结石是一种病因复杂、发病率较高的全球

性疾病。近年来，我国成年人泌尿系结石发生率逐渐

上升，高达 6. 4%[1]。泌尿系结石可出现腰痛、肾区叩

击痛、肾积水、尿路梗阻等临床表现，甚至可导致肾衰

竭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因此，及

时清除结石以保护正常肾功能是必要的。随着微创

技术及医疗设备的发展，经皮肾镜取石术、输尿管软

镜取石术、输尿管硬镜取石术等上尿路腔内碎石术成

为泌尿系结石的一线治疗手段。上尿路腔内碎石术

可适用于单发和多发性结石、术后残留结石、复发结

石等 90% 以上的上尿路结石[2]，其较传统开放性手术

具备更好的临床效果，且创伤小，患者术后恢复快，更

有利于患者康复。但由于术中碎石产生大量的细菌

和内毒素释放，并通过肾盂静脉、淋巴和肾小管回

流进入血液循环，会触发全身炎症反应失调引起全

身 炎 症 反 应 综 合 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3]。以往研究仅仅探索简单的血液炎

症标志物对患者的疾病状态及预后的影响[4-6]。目前，

SIRS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临床上判断 SIRS的实验室

指标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偏低；因此，选择新的指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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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适当的联合指标来预测 SIRS 十分重要[7]。此外，

为了降低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发生率和病死率，

确定其相关危险因素及预测因子并早期干预可能是

其重要手段。本文通过探讨炎症标志物对上尿路腔

内碎石术后 SIRS 发生的预测价值，并对 SIRS 发生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以期为该病的早期发现和预防

提供参考。

1　炎症标志物

1. 1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 是一种由肝细胞在炎症发生时产生的急性

期反应物，参与炎症因子合成及炎症反应进展。在急

性炎症过程中，CRP 受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6
（interleukin 6，IL-6）调节，随着 IL-6 的升高，CRP 在血

浆中的水平也急剧升高到正常水平的数百倍。CRP
在肥胖、衰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糖尿病等非感

染性条件影响下也会升高。Bray等[8]的研究显示，CRP
是先天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作为感染的早期防御

物，有助于补体和受损细胞结合，并增强巨噬细胞的

吞噬作用。因此，CRP能够反映机体的炎症反应与感

染情况。Ganesan等[5]的研究发现，术前CRP与经皮肾

镜取石术后 SIRS 的发生相关，对预测 SIRS 具有一定

价值，术前 CRP>0. 65 mg/dL 预测术后 SIRS 发生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51. 4%、69. 4%。CRP可在 IL-6、
肿瘤坏死因子-α等细胞因子调控下升高，并激活经典

补体通路，加重机体局部或全身炎症反应，从而引发

SIRS[9]。CRP 在炎症过程中有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组

织损伤、炎症反应而变化，对预测上尿路腔内碎石术

后SIRS的发生有一定价值。

1. 2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
PCT 是降钙素的前体物质，在健康人血清中水平

极低，但当发生细菌感染或 SIRS 时 PCT 水平明显升

高。Lin 等 [10]研究证实，血清 PCT 水平在细菌感染后

3 h 内开始升高，并在 6~12 h 达到峰值，半衰期为 25~
30 h。因此，PCT 是一种判断细菌感染的新型炎症指

标，可作为识别 SIRS 的早期炎症标志物。Wu 等[11]的
meta分析结果表明，在识别细菌感染方面，PCT的敏感

性与 CRP 接近，但其特异性（90%）显著高于 CRP
（56%）。在 SIRS动物模型中，PCT对评估 SIRS及其严

重程度具备一定价值。Nocera 等[12]比较了健康马与

SIRS阳性马随时间推移血浆PCT浓度的变化，结果显

示，与 SIRS阳性马相比，健康马的血浆PCT浓度较低，

且 PCT 与 SIRS 相关。高向林等[13]探讨了 PCT 对经皮

肾镜取石术后 SIRS的早期诊断价值发现，SIRS手术组

患者术后 2 h PCT水平显著升高，PCT诊断经皮肾镜取

石术后 SIRS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5. 4％和

87. 6％；此外，PCT 对 SIRS 的早期诊断及风险分层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较 CRP、IL-6 更高，这可能与感染后

PCT在血清中的半衰期更长有关。也有报道称，动态

监测血清 PCT 变化将有助于评估 SIRS 和脓毒症患者

预后，PCT水平越高则患者预后越差[14]。因此，PCT可

作为临床了解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指标，持续监测

PCT水平有助于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及治疗效果

的评价。对于 PCT 在 SIRS 及严重感染中的病理生理

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以明确预测上尿路腔

内碎石术后发生SIRS的PCT浓度。

1. 3　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
ESR是在指定时间段内随机抽取的抗凝血液样本

的血浆中红细胞下落或沉降的速率，可作为炎症反应

的间接测量值。ESR受到多种免疫和非免疫因素的影

响，包括红细胞质量和数量的改变及各种血浆蛋白数

量的变化。ESR在炎症过程初期不会迅速变化，在炎

症发生 24~48 h 开始上升，并随着炎症消退而缓慢下

降，相比其他急性期反应物，ESR恢复更慢，甚至需要

数周才能完全恢复正常[15]。Ganesan 等[5]研究证实，术

前ESR与经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的发生相关，且该研

究发现在尿培养阴性患者中，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

ESR 预测经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 发生的截断值为

6. 5 mm/h，术前 ESR>6. 5 mm/h 预测 SIRS 发生的敏感

性、特异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70. 4%、61. 5% 和

80. 0%。这可能是在急性炎症反应过程中，血液中炎

症反应物质迅速增多，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红细

胞聚集进而导致 ESR 升高。基于 ESR 在炎症过程中

的变化，连续测量ESR有助于预测上尿路腔内碎石术

后SIRS的发生及炎症程度。

1. 4　 可溶性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oluble 
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
suPAR)

suPAR 作为一种新型炎症标志物，能够反映体内

免疫激活程度和炎症水平，其是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

活物受体被各种因子分裂后释放到血液中的可溶性

产物[16]。研究发现，SIRS患儿的血清 suPAR水平显著

高于正常儿童；ROC曲线显示：suPAR 诊断 SIRS 的曲

线下面积、最佳截断值、敏感性、特异性、阴性预测值

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0. 978、3. 8 ng/mL、96%、96%、

96% 和 96%[17]。还有研究发现，suPAR 是诊断脓毒症

的良好生物标志物，可反映脓毒症的严重程度[18]。曾

勉等[19]探讨了 suPAR在脓毒症的诊断及病情评估中的

价值，结果发现 SIRS患者 suPAR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

群，且 suPAR水平越高，病情越严重。suPAR能评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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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严重程度。suPAR主要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免疫活性细胞中表达，这些

细胞均与炎症的发生相关，并参与 SIRS 的形成[17]。
suPAR 在 SIRS 和脓毒症的诊断和预后方面具有较高

的价值，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实验室指标，可提高

SIRS及感染诊断的准确性。

1. 5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
cyte ratio,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和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

值(lymphocyte to monocyte ratio,LMR)
白细胞在炎症和免疫中起重要作用，中性粒细胞

和单核细胞是先天性免疫系统的关键参与者，中性粒

细胞通过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来抑制免疫反应，且是

首个在炎症急性期向炎症部位迁移的炎症细胞。淋

巴细胞计数可反映患者的免疫状况，随着炎症的进

展，患者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大量T淋巴细胞受到抑制

甚至凋亡。同时，各种抗炎细胞因子释放到血液中会

导致免疫抑制和T淋巴细胞增殖活性降低[20]。淋巴细

胞在免疫系统中起核心作用，T 淋巴细胞有助于介导

免疫反应，而 B 淋巴细胞负责体液免疫中抗体的产

生[21]。血小板作为炎症刺激物参与炎症反应的过程，

其活化后可促使血管通透性因子产生，血管通透性增

加，还可促进白细胞趋化以参与炎症过程。目前，术

前炎症标志物变化与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感染相关

并发症发生的关系尚未阐明，且鉴于术后 SIRS复杂的

发生机制，多种血液炎症标志物联合检测可能是更准

确的诊断方法[22]。
NLR、PLR 和 LMR 是全身炎症的新型生物标志

物，与免疫反应密切相关，作为简单且易测的血液炎

症标志物，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在临

床得到了广泛应用[4]。Sen 等[23]首次评估了 NLR 在结

石中的作用，其构建的 ROC曲线显示，NLR 预测经皮

肾镜取石术后SIRS发生的截断值为2. 50，NLR>2. 5的

患者 SIRS 发生率高于 NLR<2. 5 的患者，且 NLR 敏感

性较白细胞计数高。NLR 作为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发生的预测指标，不同研究中其预测 SIRS发生的

最佳截断值不同。Bai等[24]采用ROC曲线分析发现，术

前 NLR 预测输尿管软镜取石术后 SIRS发生的最佳截

断值为 2. 61。NLR 预测的截断值差异可能是由于纳

入研究的患者来自不同的群体，而不同群体中血液生

物标志物等平均值及正常参考范围存在差异[25]。
Kriplani 等[26] 研究发现，NLR 升高（OR=1. 6，95%CI：
1. 22~2. 24）、PLR 升 高（OR=1. 008，95%CI：1. 002~
1. 014）和LMR降低（OR=1. 3，95%CI：1. 03~1. 56）是经

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

分析显示，术前NLR预测经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的最

佳截断值为 2. 03，敏感性为 82%，特异性为 31%；术前

PLR 预测的最佳截断值为 110. 62，敏感性为 80. 2%，

特异性为 50. 5%；LMR 预测的最佳截断值为 3. 23，敏
感性为 83. 9%，特异性为 42%。Hwang等 [27]认为，NLR
的升高与血浆促炎性细胞因子 IL-1、IL-6、IL-7、IL-8、
IL-12等水平有关，这些细胞因子在组织微环境中积累

可导致机体炎症反应失控。炎症反应失控可通过降

低淋巴细胞的活性来抑制免疫反应，而血小板富含促

炎剂，能够释放活性炎症代谢产物[28]，并参与全身炎症

的放大过程，诱导中性粒细胞分泌多种炎症因子，加

重炎症反应[20]。术前较高的 NLR、PLR 和较低的 LMR
可作为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发生的预测指标，为

临床术前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此外，基于血液的

炎症标志物可以从外周血标本的常规全血细胞计数

中统计，且是常规测量，并且与 CRP、PCT 和 ESR 等其

他生物标志物相比，检验成本更低[6]。然而，最佳截断

值的差异限制了这些标志物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因

此需要更全面的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加以证实。

1. 6　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

SII是一种新的炎症指数，其在炎症过程中升高，

SII=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29]。
Peng等[30]探讨了术前 SII预测经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
发生的价值，结果发现 SII、NLR、LMR是经皮肾镜取石

术后 SIRS 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ROC曲线显示，术前

SII 预测经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 发生的曲线下面积

为 0. 782，高 于 NLR（0. 671）、LMR（0. 734）和 PLR
（0. 617），其敏感性为 79. 63%，特异性为 73. 93%。因

此，SII是一种基于三种循环免疫细胞的新型生物标志

物，较NLR、PLR、LMR预测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
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高，预测优势更明显，更能准

确判断上尿路腔内碎石术患者的预后情况。

1. 7　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
PNI是一种基于血清白蛋白水平和淋巴细胞数量

的炎症标志物，定义为血清白蛋白值(g/L)+5×外周血

淋巴细胞总数(×109/L)，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宿主营养和

免疫状况[31]。低 PNI 患者营养低下造成的免疫力减

弱，易造成炎症反应失控而引起 SIRS。Xu等[32]研究发

现，在接受经皮肾镜取石术的 556例患者中，有 123例

(22. 1%)患者术后发生 SIRS；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显示，PNI(OR=0. 559,95%CI: 0. 338~0. 924)是经皮肾

镜取石术后 SIR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PNI预测 SIRS
发生的最佳截断值为 49。因此，PNI可用于评估患者

术前营养状况及手术风险。PNI最初用于评估接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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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疾病手术患者的免疫状态和营养状况，目前已逐

渐应用于根治性肾切除术等其他非消化系统手术的

预后评估，其对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发生的预测

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1. 8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prognostic score,GPS)
和高灵敏度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hs-mGPS)

GPS是根据患者血清CRP和白蛋白的正常与否迸

行评分所得的指标，综合考虑了 CRP 和白蛋白的状

况，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炎症反应和营养消耗。为提

高 GPS评估机体状况的准确性，hs-mGPS被提出。Xu
等[32]研究结果表明，hs-mGPS 与经皮肾镜取石术后

SIRS的发生有关，CRP和白蛋白联合检测能预测预后

和 SIRS 的发生。GPS 和 hs-mGPS 已被用来评估食管

癌、胃癌等各种癌症的预后，而肿瘤的生长与炎症反应密

切相关[33]。但GPS与SIRS发生的关系待进一步探究。

2　总结

脓毒症是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近年来，因脓毒症而死的患者持续增加。SIRS作

为脓毒症发生的前兆，早期诊断尤为重要。目前研究

确定炎症标志物对上尿路腔内碎石术后 SIRS 的发生

有一定预测价值，但针对炎症标志物预测术后 SIRS发

生的最佳截断值不同研究结果不同，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因此，确定统一的截断值的方法仍需进一步研

究。选择合适、简便的指标联合检测可能是未来预测

术后 SIRS 发生的重要方式，可用于识别高危患者，以

便临床早期干预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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